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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中，数字的首要功能是“内算”，可以在“道”的层面进行形而上的哲

理阐释，将古人对天人和谐、阴阳平衡、秩序建构的追求和关切展现出来，从形而上的层面论证王朝政

权和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权威性。阴阳五行化的数字具有显著的文化性和制度性特征，它们

可以对罪名、犯罪行为、刑罚体系进行形式化处理，用以表示或象征某种制度体系，展现立法者或记载

者的某种理想和观念。在“器”的层面，数字的“外算”功能及其可量化和整齐化的特征，可以实现统治

者建立法律治理和科层统治的目的，其本身也呈现出政治教化和秩序建构的面貌。传统的数字观念

渗透到民族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中，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思维。梳理古代法律文化中的数字现象及其

背后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对于理解当前的一些法律行为和现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神秘数字　哲理阐释　表征宣示　秩序建构

一、引　　言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谱系中，“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哲学概念。〔１〕“数”的主要符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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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２０１８年度青年项目（项目编号：

１８ＣＦＸ０３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对于“数”的含义，古今有很多不同的界定。总体上，它被视为一个自在之物，是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形

而上学概念，与天地共存立。就其类型而言，有象数、天数、礼数、命数、历数、律数、医数、算数等划分。参见俞晓

群：《数术探秘：数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意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１８页。



是数字，《汉书·律历志》就以具体的数目字来阐释“数”的抽象概念：“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

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２〕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数字不仅是简单的符号载体或数学概念，还

是人类宇宙观、哲学观、价值观、审美观、时空意识以及文化心理的反映。某个数字的兴起与风行

往往具有非常强的时代特征，“是一种思想———一种文化运动态的表征”。〔３〕

数字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表现为古代律典的篇目结构、罪名构成、条

款数目、刑罚体系，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裁判理念，以及礼法制度、官制设计等，无不存在着一

种显著的数字主义倾向。单就概念而言，由数字构成的法律性词汇就可以罗列出很多，如三宥、五

刑、六赃、七出、七杀（有时作“六杀”）、八议、九刑、九章律、十恶等等。〔４〕从功能上来看，数字和语

言、文字一样，是构筑传统法律制度与思想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法律借助这些要素而成为一个富

有规范意义的符号系统。〔５〕

与西方不同，阴阳五行化的数字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而言，除了其度量衡功能可以实现立

法技术的准确化、具体化 〔６〕以及司法过程的可操作化外，它们在形而上学意义上所具有的意涵可

以将中国古人的哲理观念和价值追求最大限度地展现于法律与制度之中。首先，数字本身是一个

抽象化的符号体系，它们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被人为赋予了哲学、文化、制度层面的意涵，然后在

法律制度中成为沟通“天道”和“人事”、阐释思想理念的重要工具。其次，具有形而上意涵的神秘

数字在法律制度中展现天人相应、阴阳五行等抽象思想观念时，主要是通过演绎推理、借具体表达

抽象以及“实数虚用”（如表征和宣示）等方式进行的，这在本质上还是因为它们具有某些形而上的

意涵。

申而论之，中国之所以产生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数文化，与中国古人对数字的功能定位有很

大的关系。上引《汉书》的表述就包含了对“数”的功能界定：一个是“算数事物”，是指计量、运算等

功能；一个是“顺性命之理”，倾向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功能，如阐释天文历法、宇宙规律，用于星

占、卜筮、遁甲、命相等。宋人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直接对“数”的功能做了“内算”与“外算”之

分，即“天象历度，谓之缀术；太乙、壬、甲，谓之三式，皆曰内算，言其秘也。九章所载，即周官九数，

系于方圆者为蚩术，皆曰外算，对内而言也。其用相通，不可岐二”。对于两者的关系，秦九韶认

为，“内算”是数的主要功能，“可以通神明，顺性命”，所以秘不外传；而可以对外传授的“外算”，则

是数的次要功能，它主要是指《九章算术》所载的内容，“可以经世务，类万物”。〔７〕有学者甚至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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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班固：《汉书·律例志》，卷二十一，颜师古注，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９５６页。

闻一多：《七十二》，载闻一多：《死水·神话与诗》，孙玉石选编、导读，贵州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

２３８页。

虽然“一”和“二”这两个数字在古代法律中并未像其他数字那样以一种词语组成部分的形式出现，但它

们却是整个法律体系和思想架构的根基。“一”在传统法律思想中表现为一以贯之的忠恕思想和大一统理念。商

鞅曾专门作《壹言》，认为“治国作一”，所谓“圣王之治也，慎为、察务，归心于一而已矣”，参见（战国）商鞅：《商君

书·壹言》，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第三卷。“二”所具有的深刻哲学内涵，主要表现为阴阳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引申

出了君臣、父子、夫妇、天地、德刑等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构成要素。

参见牛玉兵：《法律符号现象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１０１—１０５页。

参见胡兴东：《中国古代立法技术与判例制度的形成》，中国法律史学会２０１２年学术年会论文集，第

２９１—２９７页。

（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序》，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第１—２页。



为，在春秋至明末两千多年里，数的“外算”功能一直是“内算”功能的“婢女”和“附庸”。〔８〕总之，

在中国古代，数字的首要功能是阐释宇宙万物的起源和世界秩序的生成，〔９〕度量衡只是它的附属

功能，而且后者还要服务于前者。虽然其他文明中的一些数字也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意涵与功能，

比如“七”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几大文明中都有着丰富的意义，但是与古代中国相比，这些

文明中的数字的神秘性和文化性对其法律制度的影响要小很多。

目前，既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关注了数字（尤其是数学）的科学性、确定

性、客观性等哲学特性对近现代法律的发展、对法律基本范畴的确定和法学思维方式的转变等产

生的影响，展现了数学理性在现代法律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１０〕其次关

注的是数字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功能问题，即数字作为一种立法技术，其计量、运算、排序、表征等

方面的功能对法律所产生的意义和价值。〔１１〕总体上，这两类研究都是将术数（尤其是数学）之于

现代法律的形式理性的意义作为关注重点。对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数字，目前的一些研究首

先关注到的是数字的确定性、统一性、计算性等特征，在满足古代社会的法律治理和科层统治需要

方面所具备的功能，〔１２〕其次是关注到了一些数字所具有的特殊文化内涵及其对古代法律的影

响等。〔１３〕

《易经·系辞》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古代的立法者和制度设计者们

对数字在“道”这个层面所具有的意义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它“器”的角色，即对于他们而言，数字的

科学性一面可能是次要的，他们更看重的是数字的文化性和制度性在彰显天人相应、阴阳五行、社

会秩序等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现有的一些研究虽然对此有所涉及，但是尚未形成系统的阐

释归纳和研究分析。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数字放在文化的语境中，从功能主义的角

度对古代法律制度中的一些常见数字进行考察，关注它们所具有的思想内涵和制度意义，分析形

而上学意义上的数字观念对古代法律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探讨数字文化背后所展现的哲理观念与

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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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芝业、刘星：《关于古代术数中内算与外算易位问题的探讨》，载《周易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

８８—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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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理性精神核心的数学理性》，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２０—３３页；《理性的数学化与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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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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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本文将从“哲理阐释（形而上）—制度表征（形而中）—秩序建构（形而下）”三个层面

来对数字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角色与功能进行研究分析：首先是以古代的神秘数字作为切入

点，分析一些数字被赋予了形而上的文化意涵后，是如何将古人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对接到法律制

度的建构之中的；其次是通过研究“实数虚用”的法律意义及其内在逻辑，分析一些数字被赋予了

某种实质意义后，是如何表征和宣示某种思想意涵或制度体系的，其背后又隐含了什么样的内在

逻辑；最后研究的是数字的计量功能与古代统治秩序的关系问题，这个层面虽然凸显了数字的科

学性一面，但是更倾向于一种政治教化的角色，即通过数字的可量化和整齐化来建立法律治理和

科层统治。在这个结构框架中，本文大致遵循的是“思想—制度—实用”的逻辑思路，力求在不同

的层面展现数字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动态运作状况。各个层次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比

如一些数字具有表征功能，在本质上还是因为它们具有形而上的意涵，只不过在具体的规范建构

中呈现出了制度性和文化性的面貌。

二、神秘数字：“法律则天”的阐释路径

数字本是一个抽象化的符号概念，在被赋予形而上学的意涵后，就具有了很多哲学、文化和制

度意义上的功能，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它们经常被用来阐释“天命”与“人事”之间的关联性，表达法

律制度背后所蕴含的思想理念。

无论是先秦时期，还是秦汉以降的帝制时代，制度和法律都有显著的法天倾向。“天空”不仅

是重要的文化资源，还是“颇具恒久性的法律之源”。〔１４〕可以说，除了“民心”以外，“天命”是统治

者证明其政权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主要方式，也是衡量其法律制度权威性和存在价值的重要标准。

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１５〕讲的就是敬天祀鬼和军事征伐是国家政权取得与维持的两大途

径。而法律的制定，则要“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１６〕“仰视法星，旁观习坎，弥缝五气，取则四

时”。〔１７〕《唐律疏议》开篇便讲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

也。”〔１８〕意指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要象天而设。即便到了清朝，“奉天罚罪”依然被认为是法律设

立的根本原则。〔１９〕不过，这种对法天特性的强调，更多的是在精神原则层面进行的，至于如何具

体地展现“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法律制度本身缺乏自我证明的能力，需要借助其他要素来

完成，具有形而上意涵的神秘数字便成为“法律则天”的重要路径。清代律学大家王明德在《读律

佩觽》的“本序”中对“法”与“天”的关系以及如何运用具有形而上意涵的数字来“则天”做过生动的

论述。他认为，刑律、历律与乐律有着共同的起源和本质，都是“法天乘气”的结果，都要“恰恰乎自

然之气”。故而他将律学称为“法天之学”，“明刑必本乎律天”。在为“律”寻找形而上学意义上的

依据时，王氏就运用了五、六、十二等数字来加以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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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方潇：《“作为法律资源的天空”———天学视野下君权制约和秩序建构的法律意义》，载《北大法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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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薛允升：《〈读例存疑〉重刊本》（二），卷一，黄静嘉编校，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第２１页。



明刑必本乎律天，天听高而体圆，故郊见乎圜丘。圆数六，奠极于五，故气至六而极。

律历之数六，律乐之数六，故律刑之数亦六：六曹、六杀、六赃也。证灾祥于五星，审治忽

于五音，而祥五刑、明五听，简五辞、服五罚、正五过，何一非极于五而正其失哉。……又

况乎律本十二，乃欲以刑之六律概其全，且艳称为法天，为乘气，何重视乎刑而蔑视乎

天？……等五刑而上之有刑焉，等五刑而下之有刑焉，不应重，不应轻，将得谓为刑之正

耶！即推而极之，以至于加加者，致气盈也；贷而缩之，以极乎减减者，法朔虚

也。…… 〔２０〕

由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数字在这里所起到的作用是将天道与刑律对接起来，将古人对天人关

系的思考融入进去。数字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原因有二：

首先，在中国古代，一些数字被赋予了很多形而上的意涵。数字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人类对

某些现象规律的认识，是将生活经验符号化的过程。而一些数字通过习惯上或者格调上的一再重

复而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形式，进而演化成了某种神秘数字。〔２１〕比如，汉字多为象形字，从众、磊、

森、淼、鑫、垒等文字的结构来看，“三”是用来表达“众多”意思的常用数字。〔２２〕从“数源于手”〔２３〕

的理论出发，初民计数，两手抓物为满，再抓即为三，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以“三”泛指“多”的习惯。

这是从数字发生学的角度进行的一种经验主义性质的解读。而在哲学抽象意义上，“三”已经不再

单纯是数量层面的概念了，它衍生出了世间万物（“三生万物”），代表着天地人之道，〔２４〕《史记》对

它的定位是：“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２５〕又比如数字“一”，它不仅是数字的开始，还和宇宙万

物的始源“道”紧密联系。所谓“道无双，故曰一”。〔２６〕“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２７〕

“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２８〕“道”与“一”之间，是“生”与“立”的关系，是一

体两面的关系，两者互为代表，共同象征着宇宙万物的开端。由此两例可以看出，一些神秘数字的

意义已经超出了数目字的价值范畴，构成了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理概念，具有了某种本源性或者

根本性的哲学意涵，甚至代表着一种体系和精神。

数字神秘主义的兴起，与象数易学的流行有很大关系。出土的“数字卦”文献表明，数字在很

早以前就与易学发生了关系。〔２９〕《易·系辞下》将一至十称为“天地之数”，其中奇数为“天数”，具

有阳性；偶数为“地数”，具有阴性，这两组数字以“天地”“阴阳”的对称关系相互依存，泛指天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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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法学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清）王明德：《读律佩觽·本序》，何勤华等点校，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页。

参见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页。

参见黄有汉：《论中国古代数字的崇拜》，载《史学月刊》１９９８年第５期，第２０—２１页。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五十》，载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参见（汉）许慎：《说文解字》，（宋）徐铉校，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３页。

（汉）司马迁：《史记·律书》，卷二十五，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３８页。

（战国）韩非：《韩非子·扬权》，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版，第６２页。

（汉）刘安：《淮南子·诠言训》，杨有礼注说，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８８页。

见前注〔２４〕，许慎书，第１页。

参见王化平：《数字卦材料的整理》，载西南大学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出土文献综合研究集刊》（第１辑），巴蜀书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７９—３９７页；赖少伟：《战国楚简数字卦与筮法》，载上

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历史系、中国先秦史学会编：《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研究“古史史料学研

究的新视野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１４—２３２页。



理万物。〔３０〕在易学所构建的以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卦气星占为核心要素的结构图式中，数字所

扮演的角色是上连“天道”，下接“人事”，同时还关联某些定理和命数。〔３１〕正因为此，在秦国及秦

朝的法制建构中，某些具有“天数”特征的数字成为秦律的重要内容，比如，秦统一前以“六尺”作为

秦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起始身高，阴阳五行说之水德数“六”便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３２〕秦简法律中

常以“十一进制”作为钱数（“钱倍十一”）、记时（“水十一刻”）的倍数计算方式，则可能源于阴阳五

行学说中的天数与地数的“中合”或者“天六地五”的“数合”。〔３３〕

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在汉初入主正统后，神秘数字在思想阐释和制度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愈发

不可缺失，所具有的实质性内涵也越来越丰富。在董仲舒所构建的一系列理论中，数字被赋予了

很多深层次的哲理意义，比如他将各种社会关系归结为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将宇宙万物的秩序

归结为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将人的道德分为五种品性，而各类关系又内含阴阳属性。当阴阳

协调、天人和谐时，则万物合而为“一”；反之，则宇宙秩序陷入混乱。〔３４〕在制度设计方面，董仲舒

也十分重视对数字的演绎，他在《官制象天》中就大量运用了三、四、九、十、十二、二十七、八十一、

一百二十等数字来阐释天数、人形与官制之间的对应关系。简单地讲，在董仲舒看来，官职的设立

要效法天时，即一年有四季，所以要选拔官员四次；每季有三个月，那么从君王到大夫要各有三人

来辅佐：君王有三公，三公各有三卿，九卿各有三大夫，二十七大夫各有三元士，如此共计一百二十

官。一年有十二月，一百二十官平均到每个月里，就是每个月有十官。而“十”为两掌满盈之数，董

仲舒认为“天数毕于十”。〔３５〕在这里，数字的形而上意涵被发挥到极致，一个融合了自然现象、人

体特征、伦常秩序的官制架构得以确立，天人相应的思想得到了完美展现。

其次，除了因为神秘数字被赋予了某些形而上的意涵外，数字之所以能够发挥前文所述的功

能，还与它们本身所具有的法天特性有关。初民社会，人们对外部事物的认识一般会从天象地理、

空间方位以及自身特征开始。《史记·天官书》即明确讲道：“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

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３６〕数字观念的产生与发展亦不例外，一般具有显著的法

天象地的特征。像王明德所提及的“十二”，之所以被称为“天之大数”“应天合人”之数，被赋予很

高的政治地位和制度意涵，便是因为它既能够反映日月等天体沿黄道运行的规律，又能够体现人

体结构特征，〔３７〕同时还能够将历法、音律、典章制度关联起来 〔３８〕。《左传·哀公七年》载：“周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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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２２页。

参见康宇：《论魏晋学者对汉代数字神秘主义的终结》，载《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８１—

８３页。

参见方潇：《睡虎地秦简“身高六尺”涉数法律规定源由新探———基于阴阳五行说的分析》，载《清华法

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１７９—１９３页。

参见方潇：《阴阳五行说视野下的秦简“钱倍十一”规定新探———兼论里耶秦简“水十一刻”记时制》，载

《政法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１５９—１６８页。

ＳｅｅＪｏｈｎＫｉｎｇＦａｉｒｂａｎｋ，犆犺犻狀犪牶犃犖犲狑 犎犻狊狋狅狉狔，ＴｈｅＢｅｌｋｎａｐＰｒｅｓｓｏｆ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ｐ．５３ ５４．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曾振宇注说，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２０—２２１页。

（汉）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卷二十七，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１页。

《说文解字》将“体”称为“总十二属也”。参见前注〔２４〕，许慎书，第８１页。

在传统历法中，十二是一个基础性数字，如十二个月为一岁，十二年为一纪等。古代音乐有“十二律”之

说，参见陈应时：《五行说和早期的律学》，载《音乐艺术》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４０—４５页。儒家经典《礼记·月令》以

十二个月为纲，对君王每个月的活动依天象做出规范。



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天子娶十二，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

也。《白武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则有十二月，百物毕生也。’”〔３９〕后世律典中，《北齐律》《开皇

律》《唐律疏议》《宋刑统》的篇目均为十二，或许就是考虑到了这个数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４０〕又

如“七”，它在阳数中仅次于“九”，形而上的地位非常高，正所谓“阳数成于七”〔４１〕，“七，阳之正

也”〔４２〕。但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它的产生可能源于古人的立体空间观念 〔４３〕和对北斗七星

等天象的观察思考 〔４４〕。总之，一些数字自身的这种法天特征，为它们成为关联“天道”与“人事”的

路径和媒介提供了可能性。

不过，神秘数字在古代法律制度中的功能意义，远不限于简单地关联“天道”与“人事”，如何借

助具体的数字形式来表达抽象的思想观念，才是制度设计者们所着重考虑的。古代的帝位之所以

被称为“九五之尊”，就是为了体现对上天的敬重。根据《易经·乾卦第一》的演示，从“初九”到“九

五”是一个由底到顶的过程。孔颖达解释：“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云‘飞龙在天’。此自然之

象，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４５〕再往后的“上九”，位于乾卦的极高之处，曰为“亢龙”。穷

极至高，则意味着盛极而衰。《易·文言》曰：“‘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

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也就是说，“九五”这

个词语的意义在于，从数字构成上展现了一种“将满不满”的状态，在概念层面反映了易经所倡导

的敬天思想和盈亏理念。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九”这个极阳之数在古代的政治话语和制度设计

中一直代表着“至高”和“尊贵”。除了皇帝被称为九五之尊外，九鼎代表着皇权，九州是古代中国

的代称，九锡代表着皇帝对王公大臣的最高礼遇，“天子之堂九尺”〔４６〕，另外还有九卿、九嫔、九门

等，都与皇权和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总之，在古代的政治体制中，借助数字“九”，哲理层面

的敬天思想和制度层面的皇权等级观念都得到了很好的阐释和展现，并引导出了一系列的制度

建构。

进而言之，传统法律虽然在精神原则上强调“奉天罚罪”，但是在具体的律例条款中又很少直

接明确地规定要“则天”，其法天特征更多的是以隐晦而具体的制度设计方式呈现出来。其中，借

具体来表达抽象，以具体的数字形式来展现法律思想和刑罚理念，成为一种常见的立法技巧。比

如，为在古代法律体系中展现阴阳五行这一传统思想文化的逻辑内核，数字“五”就扮演着十分重

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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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范晔撰：《后汉书·荀爽传》，卷六十二，（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０５５页。

古代典籍的篇幅结构与数量设置，往往会取意数字的形而上意涵来展现其法天象地的特征。董仲舒认

为“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故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皆取之此”。见

《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卷十七。《史记》设有“书”“表”“本纪”“世家”“列传”五种体裁，篇数分别为八、十、十二、三

十、七十，即取意神秘数字来进行哲理阐释。

见前注〔２５〕，司马迁书，第１３７页。

见前注〔２４〕，许慎书，第３０９页。

参见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历史生成与研究路径》，载《社会科学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５７—

５８页。

参见前注〔１０〕，何柏生书，第３７３—３８０页。

（周）姬昌：《周易》，杨天才、张善文译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８３页。

《礼记·礼器第十》，鲁同群注评，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１１页。



自夏商开始，五刑就是统称刑罚种类的泛指性概念了。〔４７〕虽然不同时期的五刑在内容上存

有差异，但是整个刑罚体系都是以“五”为基本框架，这与它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意涵有关。《说文解

字》对“五”的解释是：“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４８〕在古人的概念里，五行是对

世界万物的概括，将“五”解释为五行，说明古人将其视为圆满的象征。而五刑制度的确立，又显

然是受到了五行思想的影响。《白虎通义》认为五刑就是仿效五行而制定的：“刑所以五何？法

五行也。”〔４９〕《孝经·援神契》也提及：“圣人制五刑，以法五行。”此说法为唐律所援用。〔５０〕可

见，将刑种的数量设置为“五”可以直观地体现五行思想。而刑罚体系内部以“二”和“五”为基础

的等级数量划分，则更精妙地体现了阴阳观念。隋唐以降的律典中，笞、杖、徒三种刑罚各为五

等，流刑三等和死刑两等加起来亦为五等，五种刑罚加起来共二十等，恰为五的四倍。五刑的这

种等级划分，蕴含了“生阳死阴”的思想。前四种刑罚为“生刑”〔５１〕，故而它们的等级为奇数，奇

数为阳。死刑分为绞、斩两等，而“二”是最小的阴数，所以死刑为“阴刑”，如《唐律疏议》所言：

“二者，法阴数也，阴主杀罚，即古之大辟之刑也。”〔５２〕通过这样的数字演绎，阴阳五行思想得到

了很好的呈现。

另外，“五”又被定性为“天之中数”〔５３〕，所以将刑罚体系称为“五刑”，将审讯原则归为“五

听”，隋唐律典的条文设为五百条，可以体现刑罚适中、不偏不倚的价值理念。这也是为什么王

明德在上述引文中认为五刑是轻重适中的正刑，再有加减就会导致“气盈”或“朔虚”。薛允升评

价五刑是既“合人心”又“稽天意”，“冀承天心，顺物性命”。〔５４〕古人对天人和谐、阴阳平衡、社会

秩序的追求和关切，尽现于以“五”为框架的刑罚体系中。

通过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出，古代立法者对律例条文、刑罚体系、典章制度进行数量化的设

计，不仅是为了实现法律体系的精良化，还是为了将一些核心价值理念展现出来。〔５５〕具有形而

上意涵的神秘数字起到了思想阐释和制度建构的作用，它们是将“天道”与“人事”对接起来的路

径和媒介。古代立法者通过数字演绎的方式来展现天人相应思想和阴阳五行观念，进而从形而

上的层面论证王朝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的正当性、合法性与权威性，为政权统治的存续提供了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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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甲骨文考古显示，商周时期“墨、劓、宫、剕、大辟”五刑已经全面出现。参见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

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５９页。《尚书·舜典》记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尚书·吕刑》载曰：“苗民

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国语·鲁语上》载曰：“刑五而已，无有

隐者，隐乃讳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

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

见前注〔２４〕，许慎书，第３０９页。

（汉）班固：《白虎通义·五刑》，载冯克诚、田晓娜主编：《四库全书精编·子部》，青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第８５３页。

参见前注〔１８〕，长孙无忌等书，第４页。

古人将死刑以外的一切刑罚称为“生刑”。参见《汉书·刑法志》：“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晋书·刑法志》：“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生刑纵於上，死刑怨於下，轻重失当，故刑政不中也。”

参见前注〔１８〕，长孙无忌等书，第６页。

见前注〔２〕，班固书，第９５９页。

参见前注〔１９〕，薛允升书，第４—５页。

参见前注〔１２〕，张生文。



三、表征与宣示：“实数虚用”的

法律意义及其内在逻辑

　　清人汪中在《释三九》中对数字“三”和“九”的虚实问题进行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三者数

之成”，“九者数之终”，这两个数字在使用过程中常被用作“虚数”，意指数量众多，即“凡一二之所

以不能尽者，则约之三，以见其多”。“三之所不能尽者，则约其九，以见其极多。”因此，这两个数字

有时是确指某个数量，表现为一种实数；有时则并非确指，“不必限以三”，“不必限以九”。〔５６〕

汪氏所指出的这种“实数虚用”的情况，在古代的法律制度中十分常见。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考察，

这些数字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作为一种规范技术，对罪名、犯罪行为、刑罚体系等进行形式化处理，用

以表示或象征某种制度体系。对此，我们不妨看一下《晋书·刑法志》中的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记载：

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则五刑之属三千。殷因于夏，有所损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国，以

五听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熔造，而五刑之属犹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

法：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

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５７〕

显然，这段文字中所涉及的数字，有的好像是确指，有的则是虚用。像“三千”一数，应非确

指，记载者是想借用这个虚数来意指当时的法律规范数量庞大复杂。在中国古代，“三”的文化

意涵十分丰富，它是《易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字，在卦爻词中就有２２次之多。《论语》中出现

的频次也很多，如三省吾身、三思后行、三人行等。另外，还有三皇、三清、三宝、三光、弱水三千、

白发三千丈等词语。它在这里的应用，都体现了汪中所讲的“约之三，以见其多”。这种数字观

念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也得到了呈现。《唐律疏议》规定：“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告定罪。”疏议

曰：“称‘众’者，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合定罪。”〔５８〕可见，“三”在这条规定中的制度意义是确立

了“众”的起算点。

那么，对于《晋书》中所提及的“三赦”“三宥”“三刺”又该作何解读呢？从字面上来看，它

们确实有明确而具体的指向，如“三刺”指向的是“讯群臣”“讯群吏”“讯万民”三类。然而，如

果结合古人的慎刑、恤刑理念，我们不难理解，“三”在这里虽为实数，却为虚用，是一种将重案

察讯原则和司法赦免制度形式化的方式，其意涵与《唐律疏议》对“众”的解释一致。“实数虚

用”的法律意义在于，可以用具体的数字将规范制度体系表达出来。所以，“约法三章”等规范

体系中的数字大都是一种泛称，表示法律、刑罚很多的意思，并非确指。由此推之，在“三”

与其他数字组成的一系列制度概念中（如三从四德、〔５９〕三纲五常、三省六部、七出三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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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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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汪中：《释三九》，载刘孝严主编：《中华百体文选》（第四册），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７１—

２７３页。

（唐）房玄龄等：《晋书·刑法志》，卷三十，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９１７页。

见前注〔１８〕，长孙无忌等书，第４６８页。

“三从四德”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而是对礼法制度的一种俗称，而且“三从”和“四德”的

出处也不尽相同。《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

从子。”《周礼·天官·九嫔》：“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三公九卿等），它虽然都表现为一个确数，但是其深层次的蕴意是表示一种伦理体系和政治

体制。

其他诸如五刑、六赃、七杀、八议、九族、十恶等法律概念中，数字的用法莫不如此。隋唐以

降，历代律典中的刑罚种类远不止五种，唐律在“三流”之上规定了加役流，宋朝规定有折杖，清

律规定有充军、凌迟等。以五刑来统称刑罚体系，而不去计较实数和确数，是对“五”的象征意义

的认可。“五”是满掌之数，《墨子·经说下》称：“若数指，指五而五一。”上文论及，它的形而上意

涵比较丰富。汉语中凡是具有涵括性、泛指性特征的概念经常以“五”来表示，如五帝、五谷、五

脏、五音、五官、五兵、五过等。历史上一直称唐律为五百条，实际上以“诸”字开头的条文有五百

零二条，这表明古人理解“五百”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不一定要求是一个确数。因此，古代将爵位

分为五等、将伦理关系称为五常、将宗亲服制称为五服等，都是以具体数字来表示或象征某个体

系的做法。

在儒家亲族理论中，“九族”是一个统称性概念，用来表示家族血脉的绵延和繁茂，它在实际应

用中存在一定模糊性。“株连九族”一词中的“九族”，与律典中的“九族”是存在差异的。对于一个

家庭而言，律典概念中的“九族”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所以株连之刑中的“九族”一般是指“父族

四、母族三、妻族二”。〔６０〕由此可知，“九族”之说并非确指，而是一个在最大范围内囊括一个人的

宗亲关系的概括性概念。将人际关系进行数量化处理，发展出“九族五服”制度，实际上可以视为

一种数字化统治模式。楚辞中的《九歌》是十一篇，而不是九篇。汉初的法律虽然被统称为《九章

律》〔６１〕，但是其律名远不止九篇，另外还有《傍律》十八篇、《越宫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等，仅张

家山汉简所载的律名就有二十多种。可见，《九歌》《九章律》都是一种概称，并非实指。其他如九

畴、〔６２〕九刑 〔６３〕等，“九”的用法亦是如此。联系到“九”的极阳之数地位和汪中所讲的“约其九，以

见其极多”的论断，以它来表征这些体系，可谓是恰如其分。

“实数虚用”并非指数字内涵的空泛化，相反，它们是有实质意义和具体指向的。法律制度中

一些数字以及由数字搭配组合成的词语，往往具有浓厚的文化宣示意味和明显的制度表征意义，

指向的是某种思想意涵和制度体系。因此，古代律典条文、刑罚种类的数目等往往不是真实统计

的确切结果，而是展现立法者或记载者某种理想和观念的载体，〔６４〕它们的文化性和制度性要远胜

过其法律性。这也说明，传统法典更多的是作为“法统”的载体而存在，其宣示性要强于实用性，统

治者注重的是它们在解决政权合法性和连续性方面所具有的工具价值，而不去过多地考虑它们的

实用性。

数字之所以具有表意和象征的功能，在本质上还是因为它们具有形而上的意涵，只不过它

们在具体的规范建构中呈现出了制度性和文化性的面貌。或者说，阴阳五行化的数字观念通过

王朝的更迭和法典的代代相因，不断得到传承和制度化，最后内化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和思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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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见前注〔４９〕，班固书，第８４９页。

（汉）班固：《汉书·刑律》，卷二十三，颜师古注，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０９６页。

“九畴”是中国较早的一部制度典籍。参见《尚书·洪范》，姜建设注说，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８７页。

《左传》对此有记载，如文公十八年：“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昭公六

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逸周书·尝麦解》也有记载，周成王时有“太史策刑书九篇”之说。

参见郭建：《中国法文化漫笔》，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６页。



识，影响着古人的认知和行为。对此，我们在上文中已有所论及，如“五”“九”“十二”等神秘数字

对制度设计者们的影响。司法实践中，由于“九”是最大的阳数，超出它就意味着一种“极端”。

明成祖对方孝孺案做出的“诛十族”处罚，〔６５〕之所以被视为族刑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因为突破

了“九族”这个最大范围，冲击了人们对数字所形成的惯常思维和心理底线，成为历史上残酷至

极的例证。

中国古代法律虽然具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和统御工具特性，〔６６〕但其内在的精神逻辑和价值追

求却深受周易哲学思维的影响。法典的制定以“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

方，不离于法律之中”为指导原则，将五刑视为模拟周易的“变通之体”。〔６７〕唐律的“疏议”部分常

以易学理论作为解释依据。长孙无忌在《进律疏表》的开篇就讲道，“三才既分，法星着於玄象；六

位斯列，习坎彰於易经”，将易经与象征天道的“玄象”并列。周易的这种影响不是只存在于精神原

则层面，而是贯彻到了具体的制度设计中，而同样深受易学影响的具有形而上意涵的神秘数字便

成为展现这种影响的重要方式。

数字“七”经过易学的演绎后，常被用来表示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极限规律的意涵。〔６８〕这在

古代法律制度和礼制习俗中多有体现。唐律规定“无子出妻”时确立的“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

之”的标准，是以医学中女性“七七之数”〔６９〕和易经中“大衍之数”〔７０〕的理论为依据的。一些朝代

的刑讯制度也以“七”作为限度，南梁时规定测囚每日一次，满七日，鞭笞总数达一百五十下后，受

测人仍然不认罪的，则以无罪释放。〔７１〕南陈律为每日测立两次，每次七刻：“一上测七刻，日再上。

三七日上测，七日一行鞭。”〔７２〕北魏时定“拷讯不逾四十九”。〔７３〕《礼记·王制》记载周天子的宗庙

和葬礼时间分别为“天子七庙”和“天子七日而殡”。民间习俗中有“头七”“七七”的丧制。〔７４〕孔子

被围困在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７５〕《礼记·檀弓》还记载孔子“寝疾七日而没”。

民间也有绝食七日便会有生命危险的说法。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经由“七”的演绎，古代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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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参见（清）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江西书局２０１８年版，卷十八。

参见徐忠明：《神话思维与中国古代法律起源若干问题释证》，载《比较法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１８４—

１９０页。

参见前注〔５７〕，房玄龄等书，第９２８、９３１页。

《列子·天瑞》曰：“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穷也，乃复变而为一。”《周易·复卦》

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传》解释：“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孔颖达疏曰：“阳气始于剥尽之

后，至阳气来复时，凡经七日。……五月一阴生，至十一月一阳生，凡七月。……天之阳气绝灭之后，不过七日，阳

气复生，此乃天之自然之理。”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以每七年（男子为八年）作为一个生长周期，全面描述了女性从七岁到

四十九岁的七个阶段的生理现象变化过程。这一描述已经被现代科学实验所证实具有合理性。参见刘道超：《神

秘数字“七”再发微》，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５期，第５９—６０页。

参见梁健：《唐律“四十九以下无子，未合出之”规定新探》，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

１３—１９页。

参见郭建、姚荣涛、王志强：《中国法制史》（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８５页。

见前注〔１７〕，魏征等书，第７０３页。

（北齐）魏收：《魏书·刑法志》，卷一百一十一，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８７４页。

关于“七七”的来源，参见刘铭、徐传武：《“七七”丧俗考源》，载《民俗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０４—

１１３页。

参见（战国）庄周：《庄子·天运》，王岩峻、吉云译注，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３８页。



“拟《周易》有变通之体”的追求基本上得到了展现。另外，“七”也是一个统称性数字，七窍、七

情、〔７６〕七杀、七出等用法即是如此。

总之，无论是先秦时期还是帝制时代，法典都是作为“法统”的象征而存在的。除了少数

中央层面的司法人员能够较为全面地掌握法律规定的内容及其要义以外，大部分官员对此并

不甚了解，更遑论寻常百姓了。但是能够审转至中央司法机关的案件毕竟是少数，大部分纠

纷解决于基层政府，这个层面的官员大多是以个人理解来断案的，有时甚至会抛开国家法而

适用情理。除了秦朝比较注重法律的普适性以外，其他朝代对法律的适用缺乏基本的统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在古代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并不高，也不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方

式。〔７７〕这也就决定了对于法律体系中的数字，统治者关注的是它们的文化性和制度性，考虑

如何以之引起作为知识精英的官僚集团的共鸣，唤起百姓内心深处关于数字的思维惯性，而

不去过多地计较其法律适用性。

四、计量与统治：古代法律秩序的数字建构

“律”是涵括历法、音乐、法律在内的通用性概念，三者都冠以“律”名（“历律”“乐律”“刑律”），

反映了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内部关联性，即都有计算、规范、原理和秩序的丰富意蕴。〔７８〕王明德在

阐释刑律与历律、乐律之间的关系时，认为“刑律”之名的来源是“同律度量衡”（《尚书·舜典》）。

也就是说，在王氏看来，“律”的精神实质是标准和计算，其功能是通过明确标准和精确计算来维护

社会秩序的和谐。《易·师》曰：“师出以律。”〔７９〕即含有整齐、标准的意思。数字之于“律”的意义，

除了“内算”层面的哲理阐释功能外，还在于其排序、计量、运算等“外算”功能也可以实现“律”的某

些价值追求，如秩序、和谐等。

早在先秦时期，数字观念便具有了建立教化的功能，儒家理论更是积极运用数字观念来建

构其世界秩序，通过可量化和整齐化的数字来阐释世界秩序统一性和不容质疑的绝对性。〔８０〕

比如，将对数字的美感追求融入立法当中，使律典的很多条款呈现出一种整齐美、音韵美和对偶

美，这实际上就是从立法技术和法律修辞层面追求一种秩序整齐感。而将数字与礼仪制度、等

级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则成为统治者以等级序列控制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手段。统治者将法律和

制度进行详尽的数字化，爵位、官职、身份，以及与身份相匹配的居住场所、衣着用品、车舆仪卫、

丧葬仪礼等一切事物，都通过数字来展示其等级高低，让人们“见其服而知其贵贱，望其章而知

其势”〔８１〕，一切生活都处于可视化的等级划分之中。当孔子见到属于周天子的“八佾”竟然舞于

诸侯之庭时，无奈地发出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的哀叹，可见在他的意识中数字本身就代表着

礼制和秩序。数字本身没有高低贵贱和好坏之分，是人们赋予了它们一定的意涵，才出现纷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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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数字文化，一些数字的应用也展现了显著的等级性，成为古人追求上下有别、等级有序格

局的重要工具。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法律与数字相结合可以展示出法律内涵的差异。法律中数量的大小和

多少，不仅可以展示罪刑的轻重，还可以昭示法理的异同，如借助数量来表达刑罚的轻重。除了

死刑外，刑罚的轻重实际上就是通过数字的增减表达出来的，刑罚之间规定了复杂的换算标准

和方法。

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古代法律的数量化取向是法律精确化、权威化的标志，意在将法律的不确

定性降到最低，使整个司法裁判具有更好的可预期性。但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过度具体化、

精确化、数量化也有其弊端，比如会使罪名和刑罚的涵摄力比较低，无法与变幻多端的社会情势和

个案一一对应起来。〔８２〕在这种情况下，“比附”制度和“概括性禁律”制度便成为化解律例有限而

情伪无穷，法律不可能“事事具有专条”困境的重要手段。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数字化的法律未尝不是统治者实现其对臣工之统御的重要手段。法律制

定得越具体、精确，执法官员的自由裁判权力就会越小，这便于最高统治者对整个司法系统的全面

掌控。即便在适用“比附”制度或“概括性禁律”来断案时，司法官员也不能恣意妄为，他们的权限

是对犯罪行为构成的判定和在法律明定的刑罚范围内进行裁量。比如，对于典型的具有概括性功

能的“不应为律”，唐律的规定是：“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事理

重者，杖八十。”〔８３〕清律的规定是：“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律无罪名，

所犯事有轻重，各量情而坐之。）”〔８４〕通过这两条规定可知，虽然犯罪行为构成要件是模糊的，但是

刑罚范围却通过数字予以明确，官员在定罪后进行量刑时不得随意突破。

五、结 语 和 启 示

在科学性方面，以数字为基本构成要素的数学与法律有着诸多相同之处。杨鸿烈认为：“数学

与法学，可说是有清一代科学方法的总源头。清代最大多数的汉学家不是深懂得勾股开方，就是

擅长刑律。数学之为科学方法，可毋庸多说；而法律的本身最是讲究条理的明晰，而在审判案件应

用它的时候，又最注重搜集及调查证据。”〔８５〕陈让也认为：“考据学之所以能合乎科学方法者，其从

入之途有二：一为数学，一为法学。从数学入者，其方法精密，夫人知之乎。从法学入手者，其办法

之精密，亦与数学等。”〔８６〕在西方文明中，数字的“外算”功能更受重视，数学对法律形式理性的生

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学理性在现代法律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一种

立法技术和工具，数字在计量、运算、排序、表征等方面对现代法律制度的建构也有着重大的价值。

总体上，在西方的法律文化中，数字的文化性和制度性色彩没那么浓重，其科学性和法律性特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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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突出。但是，正如上文所论，在功能主义的框架内解读和诠释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数字，可

以发现排序、计量、运算等只是它们的显性功能，除此之外它们还有很多隐性功能，如在形而上学

意义上展现古代法律文化的哲理观念和价值取向，表示和象征某种意涵和体系，以及实现古人对

法律秩序的追求等。数字甚至还可以作为一种修辞手段，通过组成新的词汇以及追求格律美感来

表达一系列的法律概念。正如黄仁宇先生所指出的，在数目字管理模式上，中西方文明最大的不

同并非统计学意义上的计量技术方面的差异，而是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和制度安排的迥

别。〔８７〕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推动数字化治理建设，这主要是在运用数目字在“器”的层面的功能，而

对于它们在“道”的层面所展现出的一些核心要义，如理性价值、科学精神等，则缺乏必要的制度

关切。〔８８〕

上文回溯渊源，论及数字本身就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产物，在被赋予一定的文化和政治内涵后，

成为推演万物起源、展现制度理念以及象征秩序与等级的神秘符号体系。这种阐释思路形成后，

为儒、法、道、墨等思想流派所承继，并在后世的制度建构中得以延续。比如，数字“九”的哲理内涵

和制度意义，在古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体制中便极具稳定性，这在上文中多有论及。至于数字

“五”，则更是一个具有典型传承性和延续性的神秘数字，它在古代法律制度中的基本意涵和功能，

从先秦至晚清，虽历经数千年而没有太大变化。前文还多次讨论到数字“三”，它在《易经》《论语》

《老子》等经典著作以及传统法律制度中时常出现，所呈现出的丰富的文化意涵和表征功能是具

有内在一致性和延续性的。比如，易经卦爻辞（上六）有云：“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

吉。”这里的“三人”并非实指三个人，而是指“很多人”的意思，即以“三”泛指“多”，与《论语》中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用法相同。另外，《易经》中还有“三年”“三岁”“三日”等用语，《尚书》《诗

经》《论语》《庄子》等典籍也有“三载”“三岁”“三年”的表述，大都是以“三”表示“多”或“很多”的

意思。这种数字观念在法律制度中的典型呈现就是《唐律疏议》以“三”作为“众”的起点，规定了

“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告定罪”。“量”剧增到一定程度，就会以另一种单位形式———“体系”的

方式出现，故而“实数虚用”便成为古代法律制度中的常见现象，这种以具体的确数来表征或宣

示某种思想意涵或制度体系的做法，一直延续至清末。一些神秘数字即便受到外来文化（如佛

教）的影响，基本的文化内涵和制度意义也鲜有大幅度的改弦更张。比如，隋朝《开皇律》将《北

齐律》的“重罪十条”改称为“十恶之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借用了佛教术语

中的“十恶”一词。〔８９〕管窥所见，在这一变化中，数字“十”的原初意涵和功能并未受到影响。在

中国古代的数术文化中，“十”为两手满掌之数，具有“圆满”“完备”“满盈”的意思。〔９０〕以这个

“满盈之数”来涵括古代统治者所认为的不可赦免的“恶贯满盈”之罪，可谓是恰如其分。总之，

文化抽象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思想成果，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和模式标准，它对法治的指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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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集体无意识的领域。〔９１〕各类数字模式表达了不同的文化隐喻，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内涵

和价值追求。传统的数字观念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特殊基因，渗透到民族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中，

影响着人们的言行方式和思维特征。

梳理古代法律文化中的数字现象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逻辑，对于理解当前的一些法律制

度和现象，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以五色旗作为国旗，就有阴阳五行

观念的影响在内。〔９２〕中国当代刑罚体系由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构成，被称为

“现代五刑”。而且，当前的死刑也是分为两等：立即执行和缓期两年执行。结合上文的分析可

知，偶数在这里的使用恐非偶然，传统数字观念或多或少会影响今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理。

这并非牵强附会式的解读和推演。从“事不过三”等谚语的流传可以看出，传统数字观念经过代

代相因，已经成为今人常识性认知结构的组成部分了，甚至内化成了一种思维惯性。这启示我

们，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如果能够兼采科学性和文化性，不与人们的认知常识和思维惯性相

距甚远，那么其被认可和遵守的程度就会高很多，否则，难免会出现法出未几而偭规越矩者众的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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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外算”）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ｗｉｔｈ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ａｂｌｅａｎｄｔｉｄ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ｃａ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ｒ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ｌｅｇ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ｃｒｕｌｅ．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ｄｅｅｐ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ｆｆｅｃｔｓｐｅｏｐｌｅ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ｌｅｇ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ｏｇｉｃ

ｂｅｈｉｎｄｉｔｈ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ｏｍ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ｅｇａｌａｃｔｓ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Ｎｕｍｂ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ｉｎｇ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ｒｄ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李学尧）

·８０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９１〕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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